
延
安
时
期
中
国
共
产
党

如
何
涤
荡
污
名
化

□
敖
带
芽

人物人物
党史党史

党史国史 05E-mail：f5@studytimes.cn
Tel：010－68922368

本版编辑：李步前
版式设计：王 芳 S T U D Y T I M E S

2020年5月15日 星期五

史海拾贝史海拾贝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构建形

象方面的主要障碍来自国民党媒介的污蔑

丑化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面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政治隔离和新闻

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让外界

真正认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

如何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让世界认识真

实的延安，争取话语权，这是一个迫切需

要解决的难题。

筹办新华社积极主动发声

为了突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舆论封

锁，发出红色中国的声音，中共中央把开

展对外宣传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宣

传上要以我为主”，精心部署，主动作

为，把传播媒介办起来了。成立由毛泽东

负责的宣传委员会，在办好新华社、《新

中华报》《解放日报》 的同时，还在国民

党统治区办起了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

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延安新华社

工作条件与通讯设备都极为简陋，被称为

“窑洞通讯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

舆论工作。延安新闻媒体在宣传抗日战争

时期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马克

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反映陕甘宁边区及敌

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等方面发

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报刊也发行到敌后抗

日根据地，有些还传到国民党统治区，扩

大传播效果。

善于和外国记者交朋友

延安主动向中外来宾打开了热情的大

门。借由外国记者的观察记录，澄清了国

内外对中共的误解。延安大门的开启，是

国际舆论处于弱势的中共对外宣传策略的

重要一环。通过外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主

流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对

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关键

作用。

中央领导以身示范，善于与外国记者

交朋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正确引

导国际国内舆论。在陕北苏区，毛泽东曾

敞开心扉，向第一个进入苏区，也是第一

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讲述了红军长

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

问题，并破例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

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一次。1936年 7月 15日，毛泽东在接受斯

诺采访时说：“这里很穷，出无车，食无

鱼，不过我们以诚交友。”斯诺启程离开

保安时，毛泽东挥毫抄就《长征》一诗相

赠。毛泽东和斯诺在长期交往中已经建立

了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深厚友谊。

朱德热情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并主动

提供写作素材，最终促成史沫特莱为其撰

写自传，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

平和时代》；中共也曾安排中外记者团参

观根据地的红军学校、歌剧团以及到前线

考察，开放了几个模范村供外国记者去参

访。通过有效地应用议程设置，积极引导

外国记者的关注点，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

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周恩来要求南方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

的每个人都要结交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向

国内外人士说明中共的立场。《新华日

报》对于中共在重庆争取话语权方面功不

可没，实际上已经成为陪都文化界的“舆

论领袖”，把抗战的坚定信息传达给了后

方的广大人民。

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记者交往过程中

表现出的良好风范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赞

誉。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中共的形

象，通过外国记者和媒体这条纽带传向

世界。

善 用 外 媒 通 过 “ 他
塑”进行形象构建

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之

下，共产党借助外国媒介的传播力量，通

过“他塑”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表达我

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将根据地的真实情

况向国际传达。

1946 年 6 月，斯特朗经宋庆龄牵线，

搭乘美军飞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坪

接受斯特朗的采访，这次他谈话的中心点

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

断一经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

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

1947 年 3 月当党中央准备暂时撤离延安

时，斯特朗请求留下，她想要写一本有关

中国的书。周恩来在窑洞里邀请斯特朗等

外国朋友吃饭，毛泽东和朱德也来了。周

恩来说：“毛主席交给你很重要的材料，

只有你才能送到美国发表。”斯特朗随最

后一批外国人离开延安，到东北旅行，每

天撰写的报道都传到美国，发表在《人民

世界》《圣路易斯邮报》 等十几家报刊

上。就这样，斯特朗成了中国对英语国家

的重要代言人。

白求恩说过，“假如你要问我为什么

来到中国，就请认真读一读爱德加·斯诺

的 《西行漫记》 ”。1938 年 1月 3 日，《西

行漫记》在美国向公众出版，成为美国人

民和政府了解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美

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共的了解就始于这本

《西行漫记》，并因此调整了对华政策：由

“扶蒋”改为“扶蒋联共”。

美军观察组成员赴延安考察后撰写了

大量报告。谢伟思的报告从国共两党对

比、中共与苏联关系、中共人民武装、中

共群众支持等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为：

“观察组成员认为共产党很明显是一支迅

猛扩张的政治、经济力量，对自己的未来

充满信心，对抗日战争贡献巨大。”谢伟

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

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

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的

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

毅的领导素质。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认为，“这是

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

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

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

士气旺盛”。

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

中国共产党争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一场

斗争。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善于利用舆

论战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1943 年 7 月，

蒋 介 石 准 备 发 起 对 陕 甘 宁 边 区 的 “ 闪

击”，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决定以发起

舆论宣传而先发制人，阻止内战。新华社

转入战时工作轨道，与 《解放日报》 一

起，以主动积极的防御姿态发表一系列报

道揭露国民党意图，形成了舆论攻势，使

国民党此举受到外国媒体的质问，英、

美、苏驻华大使也发出不得发动内战的警

告，否则就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蒋介

石不得不向外界宣称“误会”，下令撤去

部分军队。积极主动的对外传播化解了军

事危机。

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取缔、查禁中国共

产党的新闻宣传。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

得蒋介石批准之 《新华日报》 在西安翻

印，竟被国民党封闭，禁止 《新华日报》

在各地代售。国民党还以新闻检查为名限

制中共宣传。国民党各地新闻检查机构对

刊载关于中共方面的新闻报道均刻意刁

难，对 《新华日报》《群众》 等刊物更是

绞尽脑汁，肆意“砍杀”，常常弄得一篇

文章语不成句，话不成章，无法使用。

《新华日报》 时常被强行铲版，一个版面

上有时要开三个天窗。更有甚者，有时整

版文章都被“扣押”，如 《新华日报》 揭

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

军令的社论等。

从 1940 年 12 月至 1941 年 5 月，《新华

日报》 原稿有 260 件被免登，有 150 次被

删节，仅 1月 8 日送检的 15 篇稿件就有 11

篇被扣。1941年 1月 18日 《新华日报》 漏

检刊登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

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的挽诗，上午 6点发送，10

点即遭禁。国民党宪警四处搜查、没收，

逮捕了 100 多名售卖 《新华日报》 的人

员。但这一天的报纸发行数量却比平常多

了好几倍，各界读者均以一睹周恩来此沉

痛之题词为快。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每一场突

如其来的重大灾害，作为一国总

理，周恩来都能以人民利益为重，

在第一时间作出决断，调动国家资

源，全力以赴做好救灾赈灾工作，

力求把损失降到最低。更为重要的

是，他在大灾之后认真吸取教训，

铭记前车之鉴，在挫折中反思，倾

心谋定治本之策、长远之计，让同

样的问题不再重演。

淮河泛滥后的兴
修水利之举

1950年夏，淮河流域连降大暴

雨，造成洪水四溢，淮河平原一片

汪洋，几成泽国，村没物毁，大量

民众无处藏身，攀树爬屋，惨象环

生，损失严重。仅豫皖境内受灾面

积就达 4000 余万亩，受灾群众达

1300百万人。

严峻的水情，严重的灾情，引

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周恩来

亲自指挥调度，举全国之力救济灾

民，先后给灾区调拨粮食、盐、煤

等生活必需品，发放籽种贷款，保

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支持恢复农业

生产。

在全力以赴救灾的同时，周恩

来根据毛泽东要求，紧锣密鼓着手

治淮水利工程的筹备工作。他在听

取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关于淮河严重

灾害和目前治淮的情况汇报后，坚

定地说：“水灾是非治不可，如果

土地不洪就旱，那就土改了也没有

用。”他还把淮河治理的消息告知

从淮安来京的八婶母，说“家乡要

挖一条大河啦，从洪泽湖一直到大

海”，与家乡亲人一起分享喜悦。

他所说的这条大河就是治淮工程的

重头戏苏北灌溉总渠。

为了凝聚共识和力量，周恩来

在 1950 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中华全

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

作报告时，郑重指出在全国规模上

进行建设，“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

入手”，首要的是“兴修水利”，而

几条主要河流中淮河排在第一位。

10月 14日，政务院颁布了由周恩来

主持制定的 《关于治理淮河的决

定》。11月3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

会议，态度十分明朗地表示，淮灾

最急，是非治不可的，并且提出

“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

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以工代

赈，重点治淮”的治淮五项原则，

进一步明确：“治淮总的方向是，

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

泄水为主”。在毛泽东关于“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激励下，在

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下，

经过几年的不懈奋斗，淮河治理取

得明显成效，水患逐步向水利转

变，淮水安澜的美好愿望逐步成为

现实。

细菌战后的爱国
卫生运动

1952年 1月下旬，丧心病狂的

美国侵略者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连

续在朝鲜、我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

掷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

寒等多种病原体的苍蝇、蚊虫、蜘

蛛、蚂蚁、臭虫等带菌昆虫 30 多

种，引起许多以前没有发生过或很

少见的传染性疾病，并在污染区造

成流行态势，给人民的生命健康造

成巨大危害。

获得情况反映和毛泽东有关

“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

的批示后，周恩来随即拟定行动计

划，采取应对措施，化验病菌，

“向全世界控告”“发动反对美国进

行细菌战的活动”“进行防疫动

员”，争取国际合作等。3 月 14

日，他主持政务院会议部署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成立中

央防疫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3

月中旬，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

义，先后发出《关于反细菌战的指

示》 和 《关于加强防疫工作的指

示》，划定防疫区域等级，因地施

策，督促加强领导，做好群众宣

传，相关工作一直“坚持到秋后”。

在“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的

同时，周恩来就“把我们的卫生工

作借此提高一步”摆上了议事日

程，努力化疫情危机为开展群众性

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契机。1952年 12

月 11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周

恩来到会作报告，强调对于卫生工

作，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必须

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阐明卫

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如果

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

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

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的贯彻；

建议卫生工作的方针要增加一条，

即 “ 卫 生 工 作 与 群 众 运 动 相 结

合”。12月 31日，周恩来签署了政

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决定 1953年

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将中央防疫

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国运动委员

会。自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下，新中国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

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

邢台地震后的防
震抗震工作

1966 年 3月 8日凌晨，河北省

邢台地区发生 6.8 级强烈地震。此

后余震不断，次生灾害严重，共有

8000 余人丧生，38000 多人受伤，

受灾面积达到32000平方公里，这

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我国人口稠

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

的第一次大地震。

当日，周恩来获知邢台地震消

息后，立即指示卫生部派医疗队前

往救护，并连夜召集国务院和总参

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驰援措

施。第二天下午，他冒着余震危

险，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赶赴灾

区，听取当地政府的情况汇报，了

解灾害详情，先后三次深入到受灾

最严重的隆尧、宁晋等地慰问受灾

群众，调度人力、物资，指挥救灾

抢险工作，向灾区人民发出自力更

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

园的庄严号召，极大地鼓舞了震区

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

周恩来一手抓救灾，解决群众

的燃眉之急；一手开始抓地震的预

测预报、防震抗震工作，从长计

议 ， 着 力 解 决 关 乎 民 生 的 长 远

问题。

1966 年 4 月 1 日，在视察中国

科学院地震考察队时，周恩来指

出，必须加强地测预报研究，做到

准确及时。又对科技大学地震专业

的学生说，希望你们这一代能解决

地震预报问题。4 月 7 日、10 日，

他两次约见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

和地质部等有关单位的科研人员，

共同讨论地震预报和地震划线问

题，反复强调地震预报的重要性，

要求加强研究，尽量探索规律，争

取从邢台地震中找出地震预报的头

绪。27 日，在接见李四光等著名

专家时，语重心长地说：今天请你

们来，就是希望你们搞好地震预

报，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5月

28 日，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

接见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的代表，

要求抓住邢台地震，各方面大力协

同，“要在地震问题上也放出异

彩”。此后，在周恩来的敦促和指

导下，组建了专门的地震办公室，

召开了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成立了

国家地震局。新中国的地震科学事

业，以邢台地震为起点，负重前

行，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之前，陕北

每年因传染病、地方病死亡八九万

人，病死率高达60%。因而，疫病

严重威胁民众的健康，也大大削弱

抗战的力量。《新中华报》 是抗日

战争时期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机关

报，为引导边区各个群体参加卫生

防疫，开设“防疫运动”“防疫”

专题，辅以相关专栏，加之特稿专

稿、漫画口号等方式，发挥了党报

的营造氛围、引领动员、舆论监督

等作用，恪尽了媒体的责任和担

当，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价值。

党政机关主导。《新中华报》

指出：“防疫及卫生工作是政权工

作中的一部分”，卫生防疫“不能

不仰靠政权工作者去把这一工作提

到很重要地位”，呼吁“全边区应

即速成立一个总的卫生领导机关，

以便统一地经常地策划推动全边区

的卫生工作”。同时，“各县亦应立

即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积极开展

卫生防疫运动”。此后，各地各级

卫生防疫机构相继建立，领导边区

的卫生防疫工作。各级党政机关和

民众团体对民众进行普遍的卫生宣

传教育，“各级学校应增添卫生常

识一科，以提高民众的科学知识，

破除迷信巫医求神治病及不讲卫生

的习惯”。同样，充实卫生设施不

容忽视，虽然边区的经济物质困

难，但是“要有一定的卫生用费，

用之于一定的卫生设施上去”。并

疾呼：“请求政府划定卫生专款，

以利卫生设施。”

医疗机关助力。医院、医护、

医药的不足，是边区疫病无法控制

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卫生所、

医生及看护，供给充分的医药等，

是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重要的力量保

障。医院方面，需要“所有的医务

机关尽力去医治老百姓的病，叫他

们信仰新医”。边区民众对医学的

认识极其匮乏，生病的时候，“首

先就要去求神信鬼。或是找丹方草

药来治，对于预防疾病更是谈不

到，只有在求神不应，没有办法的

时候才来找新医，这样的结果就延

误了防疫工作”。《新中华报》 指

出：“凡在边区之八路军所属各医

院卫生所，及所有诊疗所等，皆应

按规接诊民众疾病或住院。”医护

方面，边区各医院酌情开办训练

班，“训练大批的卫生人员，分布

于各个地区”，是边区卫生防疫的

重点。医药方面，1939年 1月，陕

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提出：“建

设 医 药 房 ， 以 从 事 于 防 疫 及 治

疗。”但是，“抗战时期，医药困

难”，成为卫生防疫的障碍，因

而，以中药补救边区西药的紧缺势

在必行，中药“也许药力比较差一

点，但伤病确是可以治好的”，表

明卫生防疫要坚持中西医的结合。

边区民众参与。“每个人都讲

卫生，大家便都讲卫生了”，各种

疫病才易于控制。故而，卫生防疫

最重要的是边区民众的认可和参

与。一是注重清洁，保持个人卫

生。1938 年 4 月 30 日，《新中华

报》开辟“防疫”专栏，专门推广

民众防疫的注意事项八条。1940年

3 月 12 日，《新中华报》 又公布个

人卫生纪律八条，推进民众个人卫

生的进步。二是捕灭蚊虫，消灭传

染源。苍蝇、跳蚤、虱子、蚊子、

老鼠都能传染病菌，民众要常晒

被、勤洗澡等，积极开展灭蝇、灭

虱运动。三是勤种疫苗，增强免疫

力。“注射疫苗也是防疫的重要方

法”，为便于阅读和传播，《新中华

报》刊登漫画生动展示民众积极接

种牛痘的场景，刊发口号喊出“种

牛痘，预防天花”的呼声，登载简

讯告知“大家前去种牛痘”，刊载

“小常识”普及天花的预防办法

——种牛痘。

红十字会、外来医疗团队援

助。边区卫生工作的进步，“实有

赖于令我们敬佩的外来友人以及各

卫生团体的帮助：如红十字会，防

疫队以及许多国际友人，如印度医

疗队等，从物质上、技术上 （医

药、人才、防疫注射等） 多方协

助”。外国友人时常阅读 《新中华

报》，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大夫

就经常找人翻译报纸的内容。鉴

此，该报鼓励外来医疗团队援助边

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期待红十字会

“创造更大的成绩”，希冀国联防疫

团“协助卫生部扩大卫生运动”。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边区卫

生防疫取得明显效果，《新中华

报》 则以“防疫简讯”“医界简

讯”等栏目进行报道和传播。

一是各机关积极响应，卫生防

疫持续推进。1937—1938年，边区

卫生防疫运动以延安市“卫生运动

周”及“普及防疫知识”为中心。

1939年，各机关单位印发卫生防疫

标语、小册子等，八路军卫生部

“制了很多标语，张贴在城内外街

道 和 墙 壁 上 ， 以 引 起 大 家 的 注

意”。1940年，卫生防疫运动主要

由各级防疫委员会领导。5 月 26

日，延安市各机关、学校、团体代

表及千余民众参加的延安防疫委员

会正式成立，共同商议“防疫运动

之宣传”。在延安防疫委员会的推

动下，延安市公共环境卫生普遍改

善，讲究个人卫生较前进步，“已

大大减低了疾病的比率，在防疫运

动中使群众对‘防疫卫生’的认识

已经提高，奠定了今后防疫卫生工

作开展的初步基础”。1941年，各

级召开防疫动员大会，开展卫生防

疫运动。4 月 1 日，扩大的防疫动

员大会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召开，

“号召机关学校对卫生注意，并宣

布防疫计划”。

二是医院、医护形成合力，医

药产量增加。1939年 11月，中央医

院成立，“对边区今后卫生工作的

开展，有新的计划与决定”，1941

年春，中央医院特设传染科，积极

应对卫生防疫工作。而中央医院、

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

逐步扩大规模，增设门诊，开辟床

位。八路军总卫生部、八路军卫生

学校、边区政府卫生处等纷纷开设

训练班、医药卫生讲座，集中对医

护人员进行卫生防疫教育。同时，

医药困难得到解决。1940 年 9 月，

边区政府民政厅卫生材料厂制造药

品 60 余种，特效药 30 余种；1940

年上半年，光华制药厂生产中药

20 万包；八路军军医制药厂除生

产中药，又制作西药20余种。

三是民众的卫生观念增强，注

重卫生行为。至 1940 年夏，延安

市“许多市民能常常洗澡，生病也

不求神”，到边区医院诊治的民众

逐渐增多。同时，接种疫苗者多了

起来，1937 年 3 月，延安市各机

关 、 部 队 接 种 牛 痘 者 1000 人 以

上，另有400多民众接种。1940年

6月，仅延安市“小孩种牛痘的有

七八百人几乎全部都种了，市民到

防疫处打针的也有五百多人”，各

机关人员接种率达到80%以上，有

助于保障边区民众的健康。

周恩来着眼长远处置重大灾害
□ 张 谨

《新中华报》与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
□ 林绪武 李婷婷


